
1935 年 7 月，范长江以 《大公
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
经绵阳、江油、平武等地，于 9 月 2
日抵达兰州。9 月 4 日，他开始动笔
撰写红军长征的通讯，依托沿途实地
走访与一手见闻还原长征真实历程，
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军进行虚假宣
传与污名化的舆论垄断，让红军长征
进入国内外公众视野。范长江因此被
誉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
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
军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之后，范长江对东北
“无声无息地送掉了”深感痛心，意
识到“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抗日问
题”，要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他
曾作为一名志愿者，赴热河、长城沿
线前线劳军，又搭乘军车去绥远开展
为期十天的社会考察。随着东北和华
北危机的加深，西北的战略位置凸
显，促使他将目光聚焦西部。西部能
否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正是带着
这样的疑问，范长江毅然决定深入西
部实地考察，去探寻民族抗战的破局
之路。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是
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内在思想动
因。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置抗日大局于不
顾，调集重兵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军事

“围剿”。在范长江看来，这是“国力
的巨大消耗”。彼时的他对中国共产
党并不了解，更不“认得一个共产党
人”，仅从报刊或者马路的标语、口
号中获取只言片语。国共双方孰真孰
假、是非曲直，更是让他无从辨别。
为了弄明白“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
为了什么”，范长江于 1934年夏在南
昌多渠道搜集“大批红军方面的油印
土纸小册”，如饥似渴地阅读，得出
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战争丝毫“没有
道德的基础”的判断，并从中国共产
党“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得到

了兴奋与愉快”。南昌之行促成范长
江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自己

“对共产党过去的了解根本不对头，
是被人欺骗了”，故而对红军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正如范长江所说，“我想去研究
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最好到红军中
去，彻底弄个明白”，以《大公报》
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
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
军，那我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客观报道红军长
征，还原红军真实面貌

从1935年7月到1936年5月，范
长江的西北之行，历时 10 个月、行
程数千公里。其间，他近距离观察和
研判红军长征行军态势，先后在《大
公报》发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
乎？》《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
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
述》《松潘战争之前后》 等系列报
道，生动展现红军长征的重大事件和
重要人物。

范长江最早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全
过程进行了报道。在《从瑞金到陕边
——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一文中，
他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为
写作视角，叙述从瑞金到陕北中央红
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报道中
既有心态的描述，更有场景细节的纪
实。亲历者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极端艰
险：“山上积雪几尺厚，空气也不
够，到山顶即人人头昏，滑倒地上，
立即死去。过这架山，死去好些
人。”亲历者还讲述了过草地的心惊
胆战：“在草地里一望平原，无树无
村，人影也不见一个，地下间隙的长
着一堆一堆的丛草，地皮是水和泥混
成的软土，不能支持人的体重，下脚
就陷入一二尺深，走上半里路，已经
使人感到万分疲乏”，“到了夜间，风
雨交加，下面潮湿又透草而过，全身
战栗，冷彻心肝！”字里行间体现着
长征之艰难，彰显了红军不畏艰难险

阻的顽强革命意志。
范长江始终秉承真实客观的新闻

立场，坚持“忠实地报道给读者”，
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
场”，提出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
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
商抗日大计的基本观点。他在公开报
道中直接使用“红军”的称谓，提及

“剿匪”时加注引号以表明自己的立
场。针对国民党污蔑红军无政治目标
的错误说法，范长江坚称红军是“北
上抗日”。这些报道，让国内外对红
军长征尤其是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有
了理性认识。

范长江的长征系列报道，向外界
真实展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与优良作
风。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
一文中，他详细记述了红二十五军纪
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
风，“凡所过之地，秋毫不犯，所取
用任何物资，一律给以现金，只有比
市价多，没有比市价少的”，即使遇
到农民已经逃离的，“如果取用了什
么东西，总是付加倍的代价，放在农
民家里，绝对的不占便宜”。这些鲜
活的事例与朴素的语言，展现出红军
爱民亲民、严守纪律的本色。

在《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一
文中，范长江直接点明红军的组织特
征，“就红军的特殊性言之，军事绝
对听党的指挥”，“代表党的毛泽东即
为红军中心之所在”。在《徐海东果
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范长江写
道红军战士“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
的农村青年”，军队的着装“棉的、
夹的、单的、军衣、便衣，应有尽
有”，营连长以下干部选举的基本要
求有“忠实”“耐苦”“不打架”“不
骂人”等等。这些平实客观的文字，
还原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真实样
貌，传播着红军与长征的真实形象。

让国内外持续关注
并深入了解红军

范长江采写的红军长征系列通

讯，戳破了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谎
言，向国内外读者真实呈现红军长征
实况，展现了红军长征的丰富场景，
构建了红军长征的最初历史叙事。解
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
社开会时，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
任谭政与宣传部部长肖向荣高度评价
这些报道：“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
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
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
太难了。”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的李庄也评价道：“长江在 1935年写
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
之大令人吃惊。”

范长江撰写的系列通讯在《大公
报》上陆续发表后，“红半了天，受
到全国人士的注意”。文章被《国闻
周报》、《大公报》上海版等转载，凭
借着报刊庞大的发行网络，红军长征
的真实情况被更多的人“看见”。不
仅如此，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也转载了部分
报道。1935年 12月 9日《救国时报》
创刊号上刊登的《红军在西北开展》
的文章中，即转引《徐海东果为萧克
第二乎？》 中“既不占地，又不攻
城，只绕了几个圈子”来概括红军在
西北的机动作战。这些文章在巴黎的
发表，与1936年3月开始在巴黎《全
民月刊》连载的陈云所著的《随军西
行见闻录》形成了“联动效应”，引
发了国际社会对红军长征的持续
关注。

而长征系列报道对范长江个人而
言同样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他萦绕
已久的困惑，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
军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让他在实地见
闻中明晰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未来，
为他日后成长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埋下
了思想的种子。

报史报史

07S T U D Y T I M E S
本版编辑：董大伟
版式设计：张 慧

E-mail:f7@studytimes.cn
Tel:010-68929234中外历史 2026年10月30日 星期五

□□
安安

培培

﹃﹃
双
元
制

双
元
制
﹄﹄
职
业
教
育

职
业
教
育

推
动
战
后
联
邦
德
国
经
济
腾
飞

推
动
战
后
联
邦
德
国
经
济
腾
飞

——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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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人 们 看 到 真 实 的 长 征让 人 们 看 到 真 实 的 长 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土

地被瓜分，经济崩溃，国民生产总值倒
退到 1938 年 40%的水平。1949 年联邦
德国正式推行社会市场经济，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复兴和繁荣期，1970 年成
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资本主义经济
强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推动战后德国
现代化的首要动力。促进联邦德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因素众多，其中将企业实践
培训与职业学校理论教育有机结合的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被称为联邦
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秘密武
器”，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
影响。

“双元制”的起源与定型。德国
“双元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学
徒培训。20世纪初，经历第二次工业革
命的德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国，更多
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进修学校如工艺学
校、商业学校建立起来。自 1937 年开
始，德国中央层面通过制定统一的教学
计划，推动企业培训与职业学校紧密结
合。1938年规定职业学校为义务教育，
1940年统一职业学校的教学时间，推动
职业学校教育规范化发展，提升职业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这一时期，“双元
制”概念虽然还未出现，但在企业培训
和在职业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的“双元”
模式已经在德国手工业、工商业等行业
培训中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深入
人心。

二战后联邦德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复
苏需要更多高素质技工人才，联邦德国
政府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培训。1949 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二条
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
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的权利。1964
年，联邦德国教育委员会在《对历史和
现今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的鉴
定》中首次将存在了 100多年的企业与
职业学校的“双元”职业教育形式以

“双元制”一词表述出来。1969年，联
邦德国颁布《联邦德国职业教育法》，
明确了培训雇主和受培训人的报酬义
务、培训职业认可、培训关系登记、考
试、控制和监督、罚金规定等内容，以
法制形式统一规范“双元制”发展，以
使其更好地适应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需求。此后，“双元制”进入迭代升
级的新发展阶段，也成为德国职业教育
与培训体系的核心和青年人就业的主要
路径。

何为“双元制”。“双元制”职业教
育是指青少年根据自己的意愿、能力选
择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在企业接受职
业技能训练、在职业学校接受专业理论
以及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形式，旨在培
养促进德国经济、产业发展以及现代化
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中等教
育第二阶段的教育形式，相当于我国高
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接收完成中等教育
第一阶段普通教育毕业生（相当于我国
初中毕业生），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主
体。“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遵
守“职业性”原则，把学徒在企业或工
厂的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训练与职业生
产全过程紧密联系，在企业生产现场学
习分析和解决职业实践问题、职业行为
规范、质量意识、劳动态度、劳动纪律
等，目标是提高学徒与职业相关的专业
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在职业学
校主要通过课堂进行系统的理论授课，
学生学习与职业相关的理论知识。

“双元制”中的“一元”是企业，
另外“一元”是职业学校，以企业为核
心、以企业培训为主。企业负责招收
学徒，与学徒签订培训合同，制定企
业培训计划，开展企业培训。在“双
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周期中，学徒在
企业或工厂的培训中心进行技能培训
和实践操作的时间约占 70%—80%，在
职业学校的学习时间约占 20%—30%，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也以企
业为主，企业承担学徒在企业的培训经
费，并为培训学徒提供生活津贴，企业
投入的培训经费约占总经费的 2/3，国
家承担约1/3。

“双元制”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拥有独
立且相关的两套教育培训和管理系统，
所有进入该系统的青年同时具有企业学
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身份。企业与
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青年人签订
具有法律效力的职业教育合同，明确在
培训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企业严
格按合同开展高质量学徒培训提供法律
约束。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
身份也激发学徒（学生）身份感，积极
提升职业本领。

“双元制”推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
高速增长。“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支撑
德国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柱，它从人才
培养、现代工业与外贸发展、德国产品
国际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大力推动了战
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

为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
力资源支撑。“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培
养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重要途径。德国前

总理科尔曾评价道：“经过良好职业培
训的青年，是我国的最大资本，是经济
稳定的保障。”战后随着人口的自然增
加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大批移民，联邦
德国劳动力不断增加，就业人口从1950
年的 2038万人增长到 1965年的 2670万
人，新增劳动力需要经过培训才能上
岗。在 1975 年至 1992 年期间，企业培
训学徒数从1975年的133万增长到1985
年的 183 万，“双元制”职业教育规模
达到顶峰。据统计，1960年全国接受各
类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青年人已占同龄青
年（16—18岁）的56.6%，1965年又上
升至 57.7%。这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
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推动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与外贸增
长。“双元制”职业教育与联邦德国经
济结构、贸易结构高度契合。二战后联
邦德国工业和对外贸易取得了极大的发
展。1951—1980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年
平均增长速度为 5.7%，超过美国、法
国、英国。1962年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
二大贸易国。1950—1970年联邦德国工
业营业额增长6倍，到1972年汽车制造
业、电气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
造业这四个工业部门的营业额占工业营
业额的 38.3%。与之相应，在 1977—
1992年期间，工业和贸易行业是“双元
制”职业教育人数最多的领域，其次是
手工业、自由职业、公共事业和农业。
到 1992 年，在工业和贸易行业的学徒
数占总数的比例为52%，在手工业行业
为 33.7%，其他行业依次为自由职业占
7.2% ， 公 共 事 业 占 4.0% ， 农 业 占
2.2%。“双元制”职业教育致力于精准
对接、精准服务联邦德国工业进步需求
与对外贸易发展需求，为德国建立现代
化工业体系、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
建设贸易大国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提高了“德国制造”全球竞争力。
19世纪，“德国制造”一度成为廉价质
劣的代名词。二战后，联邦德国发展社
会市场经济，依托高质量“双元制”职
业教育改进生产工艺，重塑制造业质量
体系。在大力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
模式后，联邦德国就业人口持续增加，
失业率从 1950年的 8.2%降至 1970年的
0.5%，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双元制”
职业教育培训的大批熟练产业工人，增
加了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使德国在欧洲
国家中的竞争力增强。“德国制造”也
从原来的劣质标签，变成高标准、高质
量的产品标志。二战后，联邦德国在产
品上特意印刷 Made in W.Germany （西
德制造）字样，由于联邦德国在制造业
的高标准、严要求、精细流程，“德国
标准”被欧盟、世贸组织等多个具有影
响力的国际性组织采用。“德国制造”
成了全球高质量制造的代名词，“双元
制”职业教育促进了德国商品的国际知
名度与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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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张 健健

——明清时期秦腔的跨域传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秦腔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通过铿锵
明快的“欢音”与哀婉凄怆的“苦
音”等彩腔调式，展现了坦荡刚烈和
坚韧质朴的群体人格，是地域文化认
同的重要载体。传统地方戏曲大多与
方言地域高度绑定，从而呈现固定的
空间分布格局。但在明末至清乾隆前
期，秦腔却突破了西北地域限制，凭
借高亢慷慨的艺术特质与通俗亲民的
表达形式，形成跨域传播态势，成为
中华戏曲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
范本。

秦腔从西北走向江南。明清秦腔
文化历经兴盛与消歇的起伏，逐步完
成了由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向江南
等区域不断扩散的演变过程。

明末崇祯年间，在西北起兵的李
自成部队将同州梆子（东路秦腔）作
为军戏随军扩散，民间有“唱红了南
京和燕山”的俗谚，反映当时秦腔渡
江南的境况。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嘉庆
七年，擅长刻画世俗人情、演绎忠孝
故事的秦腔名伶魏长生曾三度北上京
师，其间更于乾隆五十二年南下扬
州，经由多地巡演的持续传播，最终
形成秦腔文化热潮，构建了跨地域文
化流行区。魏长生的演艺活动拓展了
清乾隆年间秦腔分布格局，推动秦腔
文化走向鼎盛时段，促使本地戏班主
动吸纳秦腔唱腔、效仿秦腔剧目，引
发江南名伶纷纷研习秦腔表演技艺，
形成“转相效法，染及乡隅”的发展
态势。

诸多文人诗词记载了当时秦腔流
行盛况，如费轩《扬州梦香词》、魏
荔彤《江南竹枝词》等诗文，生动描
绘出扬州民众聆听秦腔、追捧梆子声
腔的社会风尚，其中“舞罢乱敲梆子
响，秦声惊落广陵潮”更是直观展现

了秦腔雄浑唱腔与江南地域风情碰撞
交融的独特文化景观。秦腔影响力辐
射南京、苏杭等江南文化核心区域，
受众覆盖士绅商贾、市井百姓各
阶层。

清代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盛极
一时的秦腔热潮逐步降温、走向消
歇，但并未彻底消亡，而是与江南本
土戏曲深度融合迭代，为本土剧种注
入了唱腔、剧目和表演技法等新鲜血
液，实现了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吸纳与
借鉴创新。

商贸往来与人口迁徙成就秦腔跨

域传播。明清秦腔突破地域壁垒异地
发展，这并非偶然的艺术现象，而是
依托山陕商贾跨域商贸往来、移民群
体的文化坚守，以及地缘会馆的空间
载体等逐步形成。这一跨地域文化现
象超越单纯的艺术审美范畴，既是地
域文化持续互动的表征，也是流动群
体文化认同不断重构的重要载体。

明清陕西与淮扬地区频繁的跨区
域商贸往来，为秦腔南下提供了关键
通道与经济保障。明代“食盐开中”
政策推行后，政府允许商人向边地缴
纳粮食换取盐引贩卖食盐，于是陕西
商贾以“边商”身份往返西北与淮扬
之间，垄断淮盐贸易核心资源。“开
中折色”改革后，政府要求商人以向
朝廷缴纳白银取代向边地缴纳粮食，
进而换取盐引贩卖食盐。此后，大量
山陕商贾脱离边地、流寓扬州，转型
为内陆盐商，长期扎根淮扬经营发
展。除盐业外，山陕商贾还主导皮
货、布匹和丝绸等跨域贸易，由此形
成双向流通的商贸格局。可见商贸交
流构建了西北至江南的文化传播大通
道，流寓江南的山陕商贾群体，成为
秦腔的核心受众与经济支持者，也为
秦腔班社南下和异地发展提供了经济

基础。
人口迁徙与移民文化圈层的形

成，是秦腔在异地生根的文化基础。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大量山陕商贾
举家流寓江南，促使西北移民群体聚
集。在明代扬州流寓籍士绅商贾中，
陕西籍科举文人、商户民众占比极
高，仅进士与举人群体中陕西籍占比
已达五分之一，大量流寓商贾及其群
体社交活动，通过方言、习俗、观念
与审美价值等因素，深刻影响了当地
地域文化语境与风貌。与此同时，流
寓商贾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认同，让秦
腔成为其寄托乡愁、维系地缘联结的
精神载体，为秦腔在江南传播与发展
提供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文化氛围。

山陕会馆作为明清地缘商贸与文
化交流的核心载体，其核心功能是

“联乡情、敦信义”，维系异地移民的
地缘联结与文化认同，而戏曲展演是
其核心文化活动，明清各地山陕会馆
均配套修建戏台、戏楼，定期的秦腔
演出，成为秦腔文化扩散的时空节
点。扬州山陕会馆是江南最早设置的
商业会馆之一，其规模宏大、影响力
深远，不仅是商贸洽谈、同业聚合的
场所，更是秦腔文化异地扩散的源
头。依托会馆戏台，秦腔班社的常态
化展演活动，让秦腔逐步走出移民圈
层，被本地民众接受甚至喜爱。同
时，江南盐商普遍蓄养戏班、置办乐
部，雄厚的资本支撑让秦腔演出得以
稳定发展，从而促使秦腔文化异地
传播。

秦腔跨域传播助推南北文化认

同。明清秦腔跨域传播的历史实践，
在南北文化交融、地域身份建构、家
国情怀培育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方
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
值，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

发展、地域性文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历史启示。

秦腔承载民间历史记忆，其剧目
内容多取材历史故事和民间忠义传
说，借助普通民众可以感知与共情的
叙事方式，通过质朴直白的唱腔，将
忠孝爱国、守望相助、崇德守礼的价
值理念扎根市井民间，成为基层社会
道德教化、家国情怀培植的重要载
体。明清以来秦腔的西进东扩、北上
南下，打破了地域文化壁垒，促使粗
犷质朴与温婉雅致的不同戏曲文化特
性融合共生。流寓江南的山陕商贾通
过秦腔维系乡土记忆、凝聚地缘共
识，异地构建文化归属感；而江南本
土民众则突破地域认知局限，通过秦
腔认知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秦腔跨域
传播以及产生的文化交融，在弱化地
域文化隔阂的同时，强化了不同地域
民众对中华戏曲文化的整体认同，也
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
特质。

明清秦腔跨域传播是商贸往来、
人口流动、文化融合的结果。这既印
证了传统戏曲“流动即活力、交融即
新生”的历史规律，也清晰地展现了
地域文化由本土坚守到跨域传播，再
由碰撞交流至融合共生的演变过程。
历经跨域传播、异质文化碰撞，可不
断丰富文化内涵，促使文化创新。秦
腔与江南戏曲的融合，既保留了自身
的精神内核，又吸纳了江南审美特
质，从而使戏曲艺术升级迭代。


